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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苏皖两省农村入户调查数据，分析农地流转视角下的农户权责主体认知偏移对

耕地保护技术选择偏好的影响机制。 研究 发 现： （ １） 流 转 视 角下 农 户 对耕 地 保 护权 责 “ 各 有 所

表” ，“谁种谁保护”的实用主义和 “ 是 谁 的，谁保 护” 的 物 权意 识 并 存，农 户 耕 地保 护 “ 角 色—认

知—行为”的多重偏离致使其技术选择偏好于短期和浅表型技术。 （ ２） 农户耕地保护权责主体非

己认知对行为发生数、中长期行为和深入改进型行为均有负向影响。 （ ３） 农户权责主体偏移显著

抑制耕地保护投资，但较长的流转租期能对冲非己认知对投资及行为偏好的负向影响。 据此，未

来引导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应通过“政府宣传＋技术推广”体系适度纠正农户对耕地保护权责主体

的认知偏移，立足产品增值与流转制度保障协同增进农户对采纳耕地保护技术的经济预期，以及

推进耕地保护补贴和农村“两权”抵押贷款等政策创新。

关键词：耕地保护；保护性耕作技术；权责主体认知；选择偏好

中图分类号：Ｆ３０１．２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７４６５（ ２０２４） ０４－ ００７５－ １４

一、问题的提出

农户选择耕地保护技术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和维系农业可持续性发展的重

要途径之一 ［ １－ ２］ 。 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了一些鼓励农户采用耕地养护技术的措施，但农户技

术采纳率并不乐观 ［ ３］ ，不少研究指出保护性耕作包括少免耕播种、秸秆覆盖、深松和病虫害

综合防治等多项核心技术 ［ ４］ ，而农户往往仅采用其中的一两项技术，规范采用整套技术的农

户偏少 ［ ５－ ６］ 。 同时，农户对耕地保护长期存在“高意愿低行为”背离，激励不足问题突出 ［ ７－ ９］ 。
相关研究从两个视角探讨上述问题的形成机制：一是基于“认知—意愿—能力—行为发生”的

连贯决策反应框架，从家庭禀赋特征、风险偏好、价值感知、信息传递和社会网络等方面揭示

农户耕地保护的影响机制 ［ １０－ １３］ 。 二是从产权制度形式、激励措施、成本利益分摊和市场建设

等方面讨论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机制 ［ １４－ １５］ 。 例如余威震等 ［ １６］ 发现市场环境中的产品质

量检测、要素获取便捷性与地方品牌建设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决策具有促进作用。 进一

步，尽管有研究关注地权稳定性及确权政策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或保护性耕作技术选择的重

要作用 ［ １７－ ２０］ ，例如李博等 ［ ２１］ 发现非市场化流转所体现的经营权不稳定阻碍了农户耕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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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投资，但是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地权特征与异质性农户身份所衍生的耕地保护权责认知

“各有所表”和行为选择偏好“次好”的双重特点被忽视。
“各有所表”源于不同经营者角色对农地权属持有不同的态度。 与重视经济、情感和社会

价值认知不同，农户对耕地保护的权责认知更纯粹，“谁使用，谁保护” 的实用主义和 “是谁

的、谁保护”的物权意识并存，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导致农户对耕地保护意愿与付诸行动

之间产生偏差。 具体来看，在农地“三权分置” 制度下，对承包地自营户来说，其承包地不同

于一般商品所拥有的完整且清晰的产权，导致农户多认定耕地保护的责任主体应是政府或村

集体，从而削弱了其自主参与耕地保护的激励动机，“甩手掌柜”或“光说不练”等现象屡见不

鲜 ［ ２２］ 。 对农地流入户来说，流转使其仅有土地使用权，这将会抑制规模农户采纳与土地关联

或无法剥离的一些保护性耕作技术及投资行为 ［ ２３］ ，并且多数流入户对耕地保护抱有“事不关

己”的态度，认为相关耕地保护的责任主体是土地承包者。 同时，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避

难就易或避繁就简式响应，使得农户偏好短期、浅表型耕地保护，较少进行与土地依附的投资

或者在技术包中“挑挑拣拣” 等 ［ ２４－ ２５］ ，存在耕地保护“做做样子” 与 “打折扣” 行为。 例如郭

珍 ［ ２６］ 指出，农户青睐于施用操作方便且能在短期内提升耕地产出的化肥，而不施用有利于提

升耕地长期肥力但操作困难的农家肥。
现有文献关于不同经营主体对耕地保护权责的认知差异与形成机制，以及不同权责认知

对保护性耕作技术选择偏好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文在 ２０１９ 年苏皖两省农村入户调查数

据的基础上，梳理农地流转视角下的两类经营者对耕地保护的权责认知，识别农户不同保护

性耕作技术选择行为发生差异，研究不同权责认知下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选择偏好的影响程

度，以期为精准设计耕地保护制度框架、群体识别和分类推进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一是呈现了在农地流转视角下两类经营者对耕地保护的权利与

责任的认知态度，以及衍生的农户对耕地保护技术选择行为的响应决策，拓展了农户技术选

择行为的机制解释；二是从不同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适用对象、难易度及其与土地关联性角度，
揭示农户对短期、浅表型耕作技术的偏好程度，并探讨了两类经营者的权责认知偏移对选择

偏好的形成机制和适度的纠偏手段。

二、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说

本文借鉴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 ２７］ 的思路框架，考察农户权责主体认知对耕地保护行为发生以及短

期、浅表型耕作技术偏好的触发机制。 该文从土壤流失和土壤深度角度，探讨土地利用的一

般框架下的跨期收益与成本，并提出自有家庭农场、租赁型家庭农场和公司农场三种土地使

用权安排下实行耕地保护路径取决于价格和成本路径及可变投入、土壤流失和土壤深度之间

的技术关系。 为简化分析，假定有一种典型的土壤养护技术，且农户仅种植一种作物，作物产

出函数可表示为：
ｑ（ ｔ） ＝ ｇ（ ｔ） ｆ（ ｓ，ｘ，ｚ） （ １）

其中， ｑ（ ｔ） 是作物产出， ｓ 和 ｘ 分别表示土壤流失量和土壤质量， ｚ 是可变投入函数，
ｇ（ ｔ） 是中性技术进步。

将 ｚ 分解为生产性投入 ｚ１ 和耕地养护投入 ｚ２，ｃ１ 和 ｃ２ 分别是上述两种投入品的价格。 给定

作物产品价格 ｐ ，农户当前收益最大化函数有 ｍａｘ｛ ｐｇｆ（ ｘ，ｚ１） － ｃ１ ｚ１ － ｃ２ ｚ２｝ 。 上述两种投入品

不仅影响农户收益，而且影响土壤质量，假设土壤质量变化满足 ｘ· ＝ ｈ（ ｚ１，ｚ２） ， 其中， ｈ（·） 是土

壤质量的变化函数。 一般来说，生产性投入增加会导致土壤板结与自我修复功能下降而出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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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损耗，即有 ∂ｈ ／ ∂ｚ１ ≤ ０； 耕地养护投入有助于恢复与提升耕地质量，即 ∂ｈ ／ ∂ｚ２ ＞ ０。
不考虑短期内耕地质量的自然再生力，并忽略地表径流污染，假定农户土壤质量变化率

表示为 ｘ·（ ｔ） ＝ ｋ － ｓ（ ｔ） ， 这里 ｋ 是对土壤基础的外生变量，约定其是常数。 当 ｓ ＝ ｋ 时，有 ｘ·（ ｔ）
＝ ０，表明土壤流失率等于自然状态下土壤的自我恢复率，故 ｋ 可看作可容忍的土壤流失量，即
在该状态下，土壤质量至少保持稳定而不减退。 另外，土壤质量变化与流失量的反向关系表

明，土壤流失量增加，会导致土壤质量减退，进而影响土地生产率水平。
农户是否养护耕地取决于耕地土壤质量对最大化当期现值的种植净收益和农地价值的

净现值之和。 令 Ｒ 是农地价值， Ｒ［ ｘ（ Ｔ） ］ 是终期出售价格，即土壤质量会影响农地价值。 考

虑耕地与经营者的关系函数 θ， 约定 θ ＝ １ 和 θ ＝ ０ 分别表示自有耕地和租入耕地。 两类农户在

经营期 Ｔ 内使作物种植收益和农地价值最大化：

ｍａｘ｛ ∫Ｔ
０
ｅ － ｒｔ［ ｐｇｆ（ ｓ，ｘ，ｚ） － ｃｚ］ ｄｔ ＋ ｅ － ｒＴθＲ［ ｘ（ Ｔ） ］ ｝

ｓ．ｔ．ｘ·（ ｔ） ＝ ｋ － ｓ（ ｔ）　 ｘ（０） ＝ ｘ０ （２）
式（ ２）中， ｒ 和 ｅ － ｒｔ 分别是折现率和折现因子， ｃ 是投入价格指数， ｘ０ 是土壤质量的初始状

态。 上述种植收益和农地价值最大化过程受土壤质量变化率函数 ｘ·（ ｔ） 和土壤质量的初始状

态 ｘ０ 的约束。
在式（ ２）基础上，建立当期值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函数，有：

Ｈ ＝ ［ｐｇｆ（ ｓ，ｘ，ｚ） － ｃｚ］ ＋ λθ（ｋ － ｓ） （３）
其中， λ θ 是当期值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乘子，表示状态变量 ｓ 在时间 ｔ 的边际价值，即提高每一单位

土壤质量带来的效应增加量，或称为土壤质量提升的影子价格，结合式（ ２）有：
λθ（Ｔθ） ＝ θ·∂Ｒ［ｘ（Ｔθ）］ ／ ∂ｘ（Ｔθ） （４）

式（ ４）表明，在经营期 Ｔ 内，农地终值在每年土壤质量上的当期现值。 对承包地自营户和

农地流入户来说，一般有以下情形，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农户权责主体认知对耕地保护行为决策的影响路径

对承包地自营户来说，现行的农地产权形式使其无法在农地市场上买卖耕地，那么农地

终值 Ｒ 是不可能的出售价值。 事实上，这种承包地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一是在土地承包多

轮延续的基础上，农户对承包地兼有惜地情感或者转租需要，多数不会竭尽地力而使承包地

荒废；二是农地有变现的机会，即未来某个时间承包地的退出补偿价值和土地流转收益，一般

有 Ｒ ≥ ０。
对农地流入户来说，农地终值不归其所得，耕地使用权使其保护土壤质量的动机仅是维

持或促进作物单位产出水平，对提高农地终值的激励不足，甚至在利润最大化原则下，农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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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存在经营期 Ｔ 内耗尽地力的动机，有 Ｒ → ０。 然而，综合农户的土地情感、政策宣传和技

术支持以及农地流转双方均有规避，诸如“期初 ｓ（ ０） 交你一块好田，期末 ｓ（ Ｔ） 还回一块废

田”等用地纠纷的综合考虑，农地流入户会避免穷尽地力的情况发生。
根据最大化原则，分别对 ｓ、ｚ、ｘ 求解一阶导数，最优条件方程应满足：

∂Ｈ（ ｓ，ｘ，ｚ，λ） ／ ∂ｓ ＝ ｐｇｆｓ（ ｓ，ｘ，ｚ） － λθ ＝ ０ （５）
∂Ｈ（ ｓ，ｘ，ｚ，λ） ／ ∂ｚ ＝ ｐｇｆｚ（ ｓ，ｘ，ｚ） － ｃ ＝ ０ （６）

λ· ＝ ｒλ ＝ ∂Ｈ ／ ∂ｘ ＝ ｒλθ － ｐｇｆｘ（ ｓ，ｘ，ｚ） （７）

式（ ７）中，λ· 表示在经营期 Ｔ 内农地终值在每年土壤质量上的当期现值。 显然，在地力保

护未得到有效补偿的情况下，理性的租入户会耗尽地力以获取最大化种植收益。 通过对式

（ ４）迭代计算，耕地使用者的初始使用成本为：

λ（０） ＝ θ
（１ ＋ ｒ） Ｔθ

∂Ｒ［ｘ（Ｔθ）］
∂ｘ（Ｔθ）

＋ ∑
Ｔθ

ｔ ＝ ０

ｐ（ ｔ）ｇ（ ｔ） ｆｘ（ ｔ）
（１ ＋ ｒ） ｔ （８）

式（ ８）中，对承包地自营户来说，在经营期 Ｔ 内耕地质量下降的成本不仅包括作物种植收

益的减少，而且包括农地价值的下降。 比较两类农户发现，当租入地和承包地产权期相等时，
租入户农地初始使用成本小于承包户 （ λ ０ ＜ λ １） ， 因为租入户不需要考虑农地价值。 这里，
对农地流入户来说，在中性技术进步 ｇ（ ｔ） 和产品价格 ｐ（ ｔ） 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耕地保护行

为中土壤的收益贡献 ｐｇｆｘ（ ｔ） 随时间 ｔ 有递减趋势，虽然土壤的边际产量 ｆｘ ≥ ０， 但土壤养分

对作物产量的贡献会随时间 ｔ 而递减（逐步被消耗） 。 给定折现率 ｒ， 有 （ １ ＋ ｒ） ｔ 随时间 ｔ 递
增，故 ｐｇｆｘ（ ｔ） ／ （ １ ＋ ｒ） ｔ 随时间 ｔ 递减，这意味着在较长的租期内，历年土壤的收益贡献折现值

是递减的。 或者说，租期 Ｔ０ 越长，会使农户更充分地获取土壤对产量的贡献 ｆｘ 的全部经济价

值，而避免因租期偏短或突然中断及不稳定造成 λ（０） ＞ ∑ｐｇｆｘ（ｔ） ／ （１ ＋ ｒ） ｔ。 由式（ ８）可见，

农地流入户初始使用成本 λ（ ０） 与流转租期呈正相关，即流转租期越长，耕地保护的经济收

益累计折现值越大，能够促进农地流入户增大耕地保护的初始使用成本。
λ（ ０） 在两类农户角色差异下的构成差异，冲击了农户“谁种谁保护” 的主观认知，主要

是耕地保护的权责与经济收益出现分离。 进一步，设置权责认知偏移函数 φ， 表示农户认为

自己是耕地保护责任主体的程度。 假设 φ 是增函数且 ０ ≤ φ ≤ １， 其中， φ ＝ ０ 表示农户认为

耕地保护与己无关，而 φ 越大，则农户认为自己是耕地保护责任主体的程度越高。 一般来说，
权责认知偏移会引致农户去权衡成本转移方式和能否追回投资收益的实现方式，使得这种权

责认知偏移带有明显的向上溯源的惯性，即“是谁的，谁保护” 。 那么，不论是承包户与村集

体，还是租入户与承包户，所有权与经营权角色差异所产生的权责认知偏移 φ， 可近似看作是

“最终得益”的一种分成比例，故有：

φ ＝ １
（ １ ＋ ｒ） Ｔ

∂Ｒ［ ｘ（ Ｔ） ］
∂ｘ（ Ｔ）

／ λ（ ０） （ ９）

式（９）是假定农地经营者按权责认知偏移函数比例实行保护性耕作投入，当耕地保护行为

不能被经济补偿、转移支付或外部监督乏力时，有 φ → ０。 显然，实践中相关耕地保护技术补贴

或补偿激励，能够降低农户耕地保护技术采纳的当期成本和增加经济收益，可以看作上述“最终

得益”的增量之一，进而促进农户相关耕地保护行为的发生率。 换言之，补贴可通过增加“最终

得益”的方式提高农户权责认知函数 φ “偏向于自己” ，以激励农户“自己”选择耕地保护。 相

反，权责主体认知偏移导致农地经营者认为耕地保护是非己行为，特别是相关技术选择无法被

补偿或“最终得益”增量被转移，会抑制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率。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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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１：权责主体认知偏移对农户耕地保护技术选择有负向影响。
式（ ６）中，对可变投入来说，边际产品价值等于投入成本。 将 ｚ 展开式代入 ｚ２， 可得：

ｃ２ ＝ ｐｇｆ ｚ２（ ｓ，ｘ，ｚ ｜ ｚ１） （ １０）

式（ １０ ） 表示在给定 ｓ、ｘ、 ｚ１ 和投入组合 ｚ 的情况下，耕地养护投入品价格 ｃ２ 应等于养

护投入提高的土壤质量所带来的作物产量的边际收益。 假设有一个操作简便的耕地养护

技术 ｚ３ ， 且 ｆ ｚ３ 与 ｆ ｚ２ 无显著差异。 此时，更简便的养护技术意味着农户在最大化收益目标

下维系土壤质量的成本相对降低，即当 ｃ２ － ｃ３ ＞ ０ 时 （ ｃ３ 是 ｚ３ 的价格） ，理性农户会选择耕

地养护技术 ｚ３ ， 这类养护技术常见为短期或浅表型技术。 但是，农户对养护技术 ｚ３ 的成本

预估并决定是否施用，同样受到农户对耕地保护权责主体认知的影响，即农户如果认为自

己不是耕地保护权责主体的程度越高，那么即使再简便的养护技术，其选择的概率也很

低。 因此，提出假说 ２ 。
假说 ２：相较更简便的耕地养护技术，农户的权责主体认知偏移会抑制其选择并非最简便

的耕地保护技术，即农户的权责主体偏移对长期或深入型技术选择偏好有负面影响。

三、研究设计和变量说明

（一）研究设计

本文数据是江苏现代农业（水稻）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团队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在苏皖

两省进行的农村入户调查数据。 本次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 首先，在考虑苏皖两省的稻

－麦 ／稻－油菜两季耕作区的地形、农业自然资源及相关耕地保护技术具有可比性等的基础

上，采用分层抽样与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 ７ 个地级市的 １１ 个县（市） 。 上述县（市）
主要分布在江苏里下河地区和安徽沿江地区，地形主要为苏中沿海江滩湖洼平原、沿江平原

以及少部分低矮丘陵。 其次，考虑各乡（镇）农业生产基础条件，采用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结

合法，在每个县域内随机抽取 ２ ～ ５ 个乡（镇） 。 再次，在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 ２ ～ ４ 个行政

村。 最后，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 ８ ～ １１ 户农户。 此次调查样本包括江苏南通市、扬州市、泰州

市和盐城市的 ４ 个县（市） １８ 个乡镇 ４１ 个行政村 ３２８ 户，安徽安庆市、铜陵市和池州市的 ７
个县（市） ２０ 个乡镇 ５５ 个行政村 ５６３ 户，共获取 ８９１ 份农户问卷。

主要指标涵盖如下：一是农户耕地保护行为观测。 耕地保护行为集包括种植绿肥、施用

农家肥、秸秆还田、测土配方和松深耕地等 ９ 项技术，问询农户对每项技术的态度、行为发生

程度和操作难易度等信息。 根据操作难易度和农艺实践，将农户耕地保护行为集分为短期与

中长期①、浅表型与深入改进型②两类。 二是农户对耕地保护权责主体认知的信息采集，通过

假设性提问，问询农户认为“耕地保护行为主体是自己” 的权责分配比例变量。 三是农户作

物种植投入产出、家庭及生产经营决策者特征等变量。
（二）模型设置与指标

为测度农户耕地保护权责主体认知偏移对技术选择偏好及发生程度的影响，本文设置多

元线性计数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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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短期包括种植绿肥、撒生石灰和秸秆还田 ３ 种行为，中长期包括施用农家肥、商品有机肥、测土配方肥、整修水渠、
土地平整和深松耕地 ６ 种行为。

浅表型包括种植绿肥、撒生石灰、秸秆还田、施用农家肥、商品有机肥和测土配方肥 ６ 种行为，深入改进型包括整修

水渠、土地平整和深松耕地 ３ 种行为。



ｙｉ ＝ α ＋ β１Ｘ ｉ１ ＋ β２Ｘ ｉ２ ＋ ∑
ｋ≥３

β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ｋ ＋ εｉ （１１）

其中， ｙ ｉ 表示第 ｉ 个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程度与偏好，一是基于耕地保护技术集，采用累

积计数表示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发生数，二是对技术集分类，统计农户耕地保护中长期、深入

改进型行为形式和数量；核心解释变量 Ｘ １ 和 Ｘ ２ 分别是保护主体非己认知和权责分配比例。
Ｃｏｎｔｒｏｌｋ 表示 ｋ 个控制变量，主要有：家庭内部变量包含家庭收入及劳动力情况、农地经营特

征和家庭农业生产经营决策者特征 ［ ５，２１］ ，家庭外部因素选取“耕地保护补贴”和“耕地保护宣

传活动” ［ １８］ 。 具体变量解释见表 １。
表 １　 模型变量说明与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行为发生数 农户对耕地执行过的保护行为的数量统计（个） １ ．７４５ １ ．１１４

中长期行为 耕地保护是否有中长期行为：０ ＝ 否；１ ＝ 是 ０ ．５１９ ０ ．４９９

深入改进型行为 耕地保护是否有深入改进型行为：０ ＝ 否；１ ＝ 是 ０ ．２９４ ０ ．４５６

中长期行为数 耕地保护中长期行为的数量统计（个） ０ ．８６２ １ ．０６８

深入改进型行为数 耕地保护深入改进型行为的数量统计（个） ０ ．４０２ ０ ．６９７

保护主体非己认知 认为自己不是耕地保护的责任主体：０ ＝ 否；１ ＝ 是 ０ ．４８１ ０ ．４９９

权责分配比例 认为耕地保护行为主体是自己的责任分配比例（ ％） ４１．１９８ ２６ ．７８１

耕地保护补贴 农户知晓或接受的补贴中含有耕地保护：０ ＝ 否；１ ＝ 是 ０ ．４０１ ０ ．４９０

耕地保护宣传活动 农户对耕地保护宣传活动的了解程度：０ ＝ 没有；１ ＝ 有 ０ ．６７４ ０ ．４６９

家庭全年收入 家庭当年的总收入（万元） １４ ．３４４ ３２ ．８６５

耕地经营面积 当年经营的耕地面积（亩） ８１ ．２８３ １７０ ．０２１

流转租期 当年转入耕地的（契约）租期年限（年） ２ ．４２５ ２ ．９５２

地块数量 家庭当年耕地的总块数（块） １０ ．６９４ １１ ．４４２

农业劳动力数 农户家庭纯农、兼业劳动力人数（人） １ ．６９８ ０ ．７６２

年龄 农业生产经营决策者的年龄（周岁） ５６ ．０２６ ８ ．１４９

受教育程度 农业生产经营决策者的受教育年限（年） ６ ．１４３ ３ ．４０２

党员或村干部 农业生产决策者是否村两委干部或党员；０ ＝ 否，１ ＝ 是 ０ ．２６０ ０ ．４４６

　 　 注：部分规模经营户地块偏多，耕地租约年限不一致，取其契约年限均值表示。

四、样本的事实陈述

整个样本中，农户耕地保护表现出显著的“高意愿、低行为”特点，９７ ． ６４％的农户有耕地

保护意愿，苏皖两省未见差异。 在 ９ 个细分技术上，有 ４ ．７１％的农户未发生任何行为，发生一

项、两项和三项行为的农户数占比分别为 ４６ ． ６９％、２８． ７３％和 １２ ． ９１％，有四项及以上行为的

农户数比例合计占 ６ ．９６％，规范采用整套耕地保护技术的农户显著偏少。 在耕地保护技术集

中，若剔除因秸秆禁烧政策和专业化农机装备推广的秸秆还田技术，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

率则更不乐观。 从表 ２ 可见，农户耕地保护行为集中在施肥、农田投资两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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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农户耕地保护细分行为的统计

耕地保护行为构成
行为发生户数（ ％） 亩均折价（元 ／ 亩） 补贴（元 ／ 亩）

江苏 安徽 江苏 安徽 江苏 安徽

种植绿肥 ７ （ １ ．２３） １１（ １ ．１２） ６ ．０ １１ ．５ — —

撒生石灰 ２（ ０ ．３５） ９（ ０ ．９１） ７５ ．０ ５５ ．２ — —

秸秆还田 ３０１（ ５２ ．８１） ５２２（ ５２．９９） ３０ ．５６ ４１ ．２５ ２３ ．７２ ２９ ．１０

施用农家肥 ５２（ ９ ．１２） ８１（ ８ ．２２） — — — —

商品有机肥 ４９（ ８ ．６０） ７５（ ７ ．６１） ８４ ．５１ ９５ ．６０ — —

测土配方肥 ５４（ ９ ．４７） １０２（ １０．３６） — — — —

整修水渠 ３５（ ６ ．１４） ４８（ ４ ．８７） ４８８６ ．５３ ６２１４ ．２０ — —

土地平整 ３５（ ６ ．１４） ６２（ ６ ．２９） ５４ ．１５ ５０ ．６０ — —

深松耕地 ３５（ ６ ．１４） ７５（ ７ ．６１） ３２ ．３２ ４０ ．５５ — —

行为发生数 ５７０（ １００） ９８５（ １００） — — — —

　 　 注：表中部分数据是估值，主要是工程类型、自有劳动折算、肥料来源多样性和记账不详等客观原因； “—” 表示无

数据。

相较于施用化肥，具有中长期特征施肥行为呈现 “发生比例不高、投入相对有限” 的特

点，而有整修水渠、土地平整和深松耕地的农田投资行为的农户数比例占一成左右，且以规模

农户为主。 从行为分类看，全样本农户采用中长期行为的农户数占比是 ５１ ． ９６％，而浅表型、
深入改进型行为的农户数占比分别为 ７０ ．５９％和 ２９ ．４１％，农户对浅表型行为偏好明显。 表 ２
中多种补贴信息缺失，主要是农户对相关技术的补贴标准、发放方式和申领条件不熟悉，实践

中除秸秆还田补贴多数在村集体信息张榜外，访谈中超八成农户认为各项补贴是一笔 “ 糊

涂账” 。
图 ２ 中，３９ ．９１％的承包地自营户认为耕地保护责任主体是自己，同时，８９ ． ３３％的承包地

自营户假设未来自己不种地后，耕地保护责任主体应转移到农地流入户，表现出较强的 “谁

种谁保护”的实用主义态度。 梳理图 ２ 发现：一是承包地自营户对耕地保护权责主体认知对

象多有从承包权向所有权追溯的迹象；二是承包地流转后，原农地承包户认为耕地保护责任

应随使用权而转移。 相对应的是，合计有 ３６ ． ９６％的农地流入户认为承包地流出户或村集体

是耕地保护的责任主体，而 ６３ ． ０４％的农地流入户愿意“自担” 耕地保护行为，表明农地流入

户多数“愿意”承认农地流转后，耕地保护权责随着承包权转移到使用权。 这里蕴含较强的

政策含义：在农地流转不断深入的过程中，能否实施某些激励措施引导农地流入户成为耕地

保护的主体责任人？

图 ２　 农户耕地保护的权责认知图谱

注：承包地流出户不是被访对象；承包地自营户对农地流入户的指向信息是假设状态。

表 ３ 中，苏皖两省农户对权责认知未见明显差异，承包地自营户多认为政府或村集体

是耕地保护责任主体，但大多数农地流入户认为耕地保护责任主体是自己，并认为 “ 租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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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让户主去保护” 不现实且易对自己的生产经营形成干扰。 从经营规模看，农地流入

户是规模经营的主体，５８ ． １２％ 的规模农户认为耕地保护权责主体是自己，相反， ４１ ． ８８％
的规模农户对耕地保护责任主体有反向诉求，即认为农地承包户应是耕地保护责任主体，
主要是大 规 模 耕 地 保 护 的 成 本 偏 高、 边 际 产 量 收 益 低 和 短 期 流 转 限 制 相 关 投 资 回 报

方式 ［ １９］ 。
表 ３　 农户耕地保护责任主体认知的统计

被采访人 认知对象 总样本
省际 经营规模

江苏 安徽 小农户 规模农户

承包地自营户（ ４３１）

自己 １７２ ８１ ９１ １７２ ０

政府 ／ 村集体 ２５９ １０７ １５２ ２５８ １

农地流入户（假设） （ ３８５） （ １６８） （ ２１７） （ ３８４） （ １）

农地流入户（ ４６０）
自己 ２９０ ７６ ２１４ １１１ １７９

承包地流出户 ／ 村集体 １７０ ６４ １０６ ４１ １２９

　 　 注：规模农户是指耕地经营面积 ５０ 亩及以上的农户；农地流入户中部分与村集体签署农地流转协议。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４ 汇报基于全样本的各变量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数量的影响程度，其中，列（ １）和

列（ ２）分别汇报泊松回归（发生率比） 和负二项回归结果；由于因变量“行为发生数量” 中包

含 ４ ．７１％的取值为 ０ 的观测值，列（ ３）汇报零断尾负二项回归结果。
列（ １）中，给定其他变量，农户保护主体非己认知比“是自己” 认知农户的行为发生平均

数少 ５４ ．７８％。 考虑泊松回归均等分散要求未完全达到，列（ ２）使用稳健的负二项回归，结果

显示，保护主体非己认知对农户的行为发生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即使剔除行为数零值

样本，列（ ３）显示农户保护主体非己认知对农户的行为发生数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 ４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 １）泊松回归 （ ２）负二项回归 （ ３）零断尾负二项回归

保护主体非己认知 ０．４５２２∗∗∗（ ０ ．０３４１） － ２．４１６１∗∗∗（ ０ ．１４０６） － ２．０６７８∗∗∗（ ０ ．２４９１）
权责分配比例 １．０３０９∗∗∗（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３０５∗∗∗（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４５９∗∗∗（ ０．００４５）
耕地保护补贴 １．１５６７∗∗∗（ ０ ．０３４２） ０ ．１４５５∗∗∗（ ０ ．０２９５） ０ ．２５１６∗∗∗（ ０．０５９２）
耕地保护宣传活动 １ ．０３７６ （ ０ ．０３１４） ０ ．０３６９ （ ０ ．０３０３） ０ ．０６４４ （ ０ ．０６３０）

家庭全年收入 ０．９９７９∗∗∗（ ０ ．０００７） － ０．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０７） － ０．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１２）
耕地经营面积 １．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３）
流转租期 １ ．０１０５ （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１０４ （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２０４ （ ０ ．０１５３）

地块数量 ０．９９６７∗∗∗（ ０ ．００１１） － ０．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１１） － ０．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２１）
农业劳动力数 １．０２７８ （ ０ ．０２２６） ０ ．０２７４ （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５７１ （ ０ ．０４１７）

年龄 ０ ．９９６３ （ ０ ．００３６） － ０．００３７ （ ０ ．００３５） － ０．００７３ （ ０ ．００７９）

受教育程度 １．０１３０∗（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２６６ （ ０ ．０１６２）

党员或村干部 ０ ．９６２３ （ ０ ．０３３６） － ０．０３８４ （ ０ ．０３４９） － ０．１０４５ （ ０ ．０７８０）

省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８９１ ８９１ ８４９

Ｗａｌｄ χ２（ Ｐｒ） １１７３ ．２５ ∗∗∗ ２５０６ ．７８∗∗∗ ７００ ．７１∗∗∗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２５８ ０ ．２３７７ ０ ．２１１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统计显著；括号中数值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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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权责分配比例对耕地保护行为发生数有显著促进作用，在列（ １）中，给定其他变量，
权责分配比例增加 １％，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数量显著多出 ３ ．０９％。 对比列（ ３）发现，相对

未发生耕地保护行为的农户，权责分配比例更能促进已有行为的农户采纳更多保护技术。 以

上参数表明，权责分配比例越高，说明农户越认为自己是耕地保护主体，更愿为保护行为承担

经济社会责任，有助于促进其选择耕地保护技术。 相反，农户对耕地保护权责非己认知，意味

着农户在心理上认为这项工作应交付村集体、政府或他人去完成，或者说其对实施保护行为

的责任主体划定以及权责分配认为不应属于自己，往往更容易持抵触态度，假说 １ 得到验证。
（二）两类耕地保护行为的估计结果

表 ５ 汇报相关模型对农户耕地保护中长期行为和行为数的估计结果。 其中，中长期行为

数的方差大于期望，存在过度分散问题，列（ ３）使用负二项回归进行估计；中长期行为数中包

含 ４８ ．０４％的零值，列（ ４）使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进行估计。
如列（ ３）所示，农户保护主体非己认知对耕地保护中长期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

明农户耕地保护主体发生偏移或认为权责非己，会显著抑制其耕地保护行为的发生程度。 对

比来看，剔除行为数为零值样本后，列（ ４） 中显示农户耕地保护主体非己认知对行为发生数

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大，反向表明保护主体“是自己”认知会强化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惯性” ，
进而促进更多行为发生或采纳更多耕地保护技术。

权责分配比例对农户的中长期行为发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列（ ２） 至列（ ４） 参数一致表

明，权责分配比例对农户中长期行为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农户认定的权责分配比例中

的“自己”占比越高，“自己”则越有利做出选择中长期耕地保护行为。
表 ５　 农户权责认知对中长期行为的估计结果

变量
中长期行为 中长期行为数

（ １） Ｌｏｇｉｔ （ ２）泊松回归 （ ３）负二项回归 （ ４）零膨胀负二项回归

保护主体非己认知 － １．３５２３∗∗∗（ ０ ．０５７３） ０ ．３６７５∗∗∗（ ０ ．１０６６） － １．２９０５∗∗∗（ ０．２６３３） － ２．６６９２∗∗∗（ ０ ．１７３５）
权责分配比例 ０ ．０２６９∗∗∗（ ０ ．０００９） １ ．０５０８∗∗∗（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４９６∗∗∗（ ０．００４７） ０ ．０５６４∗∗∗（ ０ ．００３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８９１ ８９１ ８９１ ４６３
ＬＲ χ２（ Ｐｒ） ５０４ ．１８∗∗∗ — — ４９９．３３∗∗∗

Ｗａｌｄ χ２（ Ｐｒ） — ６３８．７２∗∗∗ ８７３ ．４２∗∗∗ —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４０８６ ０ ．２２４６ ０ ．２６６１ —

　 　 注：列（ １）汇报边际效应。

表 ６ 考察相关因素对农户深入改进型行为的影响，模型选取标准与表 ５ 一致。 相关参数

结果显示，保护主体非己认知对农户深入改进型行为、深入改进型行为数均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 权责分配比例对农户深入改进型行为、深入改进型行为数均有显著促进作用。
表 ６　 农户权责认知对深入改进型行为的估计结果

变量
深入改进型行为 深入改进型行为数

（ １） Ｌｏｇｉｔ （ ２）泊松回归 （ ３）负二项回归 （ ４）零膨胀负二项回归

保护主体非己认知 － ０．８２０７∗∗∗（ ０ ．０６６７） ０ ．３３７９∗∗∗（ ０ ．０２４９） － １．５７６１∗∗∗（ ０．３２７５） － ３．０５９６∗∗∗（ ０ ．２７５１）
权责分配比例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０１２） １ ．０５３３∗∗∗（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５１９∗∗∗（ ０．００５９） ０ ．０６１１∗∗∗（ ０ ．００５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８９１ ８９１ ８９１ ２６２
ＬＲ χ２（ Ｐｒ） ２３０ ．９３∗∗∗ ２７６ ．９６∗∗∗ — ２５０．６３∗∗∗

Ｗａｌｄ χ２（ Ｐｒ） — — ４３４．４７∗∗∗ —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２１３９ ０ ．１７３９ ０ ．２２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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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表 ４ 至表 ６ 的泊松回归结果看，保护主体非己认知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数、中长期

行为数和深入改进型行为数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说明随着耕地保护行为由短期向中长期、
浅表型向深入改进型演变，农户保护主体非己认知对上述行为发生的抑制作用趋于加强，或
者更不利于促进农户中长期和深入改进型行为的发生。 同时，权责分配比例对农户耕地保护

行为数、中长期行为数和深入改进型行为数的影响程度也表现出正向强化趋势。 因此，综合

上述结果发现，农户权责主体认知偏移（非己认知和非己分配比例）越大，越会更大程度抑制

中长期和深入改进型行为的发生程度，验证假说 ２ 成立。
（三）稳健性分析

表 ７ 分别汇报两类农户的耕地保护权责认知对技术选择行为的负二项回归结果，发现相

较承包地自营户，保护主体非己认知对农地流入户的行为发生数量的负向影响低于承包地自

营户，主要原因是流入户多是规模经营主体，耕地保护有助于保持或提高作物单位产量，形成

行为－经济的正向反馈路径。
表 ７　 两类农户耕地保护行为、行为类型的负二项回归结果

变量

承包地自营户 农地流入户

行为发生

数量

中长期

行为数

深入改进型

行为数

行为发生

数量

中长期

行为数

深入改进型

行为数

保护主体非己认知 －２．３０２８∗∗∗（０．２６９０） －２．０１５０∗∗∗（０．６０１６） －１．７４４３∗∗∗（０．８５８５） －１．５０４７∗∗∗（０．１４８４） －１．４１３９∗∗∗（０．２４４７） －２．１３９２∗∗∗（０．３４３６）

权责分配比例 ０．０２７９∗∗∗（０．００４８） ０．０６３９∗∗∗（０．０１０９） ０．０５２９∗∗∗（０．０１５９） ０．０３２４∗∗∗（０．００２６） ０．０５１３∗∗∗（０．００４３） ０．０６１５∗∗∗（０．００６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４３１ ４３１ ４３１ ４６０ ４６０ ４６０

Ｗａｌｄ χ２（ Ｐｒ） ７２３ ．２８∗∗∗ １９８ ．７９∗∗∗ １６０．５３∗∗∗ １７５７ ．８４∗∗∗ ６７９．９６∗∗∗ ２８１ ．３２∗∗∗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６７６ ０ ．２０５５ ０ ．１７９９ ０ ．２３８２ ０ ．２６０５ ０ ．２２８７

　 　 两类农户权责认知对中长期行为数、深入改进型行为数的影响程度具有一致性，较小的

差异体现在承包地自营户权责认知对中长期行为数的影响程度略高于农地流入户，而农地流

入户权责认知对深入改进型行为数的影响程度略高于承包地自营户，上述两种参数大小差异

主要与经营规模、技术选择的“出发点” 有关，中长期行为多是施肥类技术，对土壤肥力提升

和产量有直观效果，而深入改进型与农地的不可分离性相关，往往匹配较大的经营规模，且相

关权责认知对其行为发生具有更大的影响。
表 ８　 变换被解释变量（剔除秸秆换田后的行为数）的估计结果

变量 （ １）泊松回归 （ ２）负二项回归 （ ３）零膨胀负二项回归 （ ４）零断尾负二项回归

保护主体非己认知 ０ ．２５２６∗∗∗（ ０ ．０２４２） － １．４８１４∗∗∗（ ０ ．２９０３） － ２．９１７５∗∗∗（ ０ ．１７６６） － ２．６５７１∗∗∗（ ０ ．４４４５）
权责分配比例 １ ．０５６３∗∗∗（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５４８∗∗∗（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６２７∗∗∗（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５７７∗∗∗（ ０ ．００８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８９１ ８９１ ４３３ ４３３

Ｗａｌｄ χ２（ Ｐｒ） ７９７ ．８８∗∗∗ １０２５ ．３８∗∗∗ — ３１９．９５∗∗∗

ＬＲ χ２（ Ｐｒ） — — ５６０．７９ ∗∗∗ —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２６３０ ０ ．２８６５ — ０．１７４１

　 　 进一步，全样本中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采纳率达到 ９２ ． ３６％。 秸秆还田技术采纳具有普

遍性，主要是秸秆禁烧政策执行趋严、秸秆粉碎和综合利用、收储技术条件不断成熟等多种原

因共同决定的。 将这种具有普适性、强制性的秸秆还田技术纳入农户的耕地保护技术选择行

为，可能会高估相关解释变量的影响，因此将农户耕地保护技术选择行为数中去掉秸秆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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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形成新的被解释变量，以重新评估农户权责认知对行为数的影响程度。
在表 ８ 中，相较于表 ４，农户权责认知对新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明显增加，如列（ １）中，保护

主体非己认知比“是自己”认知农户的行为发生数显著减少 ７４ ． ７４％，该参数说明农户耕地保

护主体发生偏移或认为权责非己，对“真实意愿”下的耕地保护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四）机制分析

在分析框架中，式（ ８）揭示了租期（或经营期）越长，越容易使农户获取土壤保护的全部

经济价值，从而会引致农户增加耕地保护的初始投入，即租期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程度

具有促进作用。 同时，式（ ９）表示农户按照权责认知偏移函数比例实行保护性耕作投入，即
农户认为耕地保护责任主体是自己的程度越高，越会提高耕地保护行为的发生程度。 然而，
在农户权责认知偏移程度的影响因素中，除农地产权属性及其稳定性外，选择耕地保护技术

的经济评估也是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其中，地力补贴作为一种经济成本对冲或收益补偿手段，
能够降低农户耕地保护技术采纳的投入成本或者增加经济收益。 对某一项耕地保护技术来

说，如果农户因权属问题考虑而使自己处于“可做可不做”状态，则此时若有外在的地力补贴

能够平抑投入成本，或者说地力补贴使得农户采纳耕地保护技术而达到“没有损失但有潜在

收益” （地力增加带来的产量增长等）的情况，那么地力补贴程度对农户耕地保护技术选择行

为存在帕累托改进效果，即地力补贴越大，越容易修正农户自己对耕地保护权责主体偏移程

度，进而促进农户采纳耕地保护技术行为，或者说至少促进农户更愿意去选择耕地保护技术。
因此，表 ９ 检验农户不同权责认知下，农地流转租期、是否知晓补贴对耕地保护行为选择偏好

与投资的机制①及其影响程度。
表 ９ 汇报使用交互项模型结果，其中，流转租期数据仅限农地流入户样本，且由于耕地保护主

体非己认知与流转租期的交互性有 ６３．０４％的观测值为 ０，使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进行估计。 农地

流转租期长短、是否知晓补贴对农户耕地保护投资额的影响使用稳健的最小二乘法估计。
表 ９　 交互项变量的估计结果

变量
中长期行为数 深入改进型行为数 耕地保护投资额

零膨胀负二项回归 ＯＬＳ
保护主体非己认知 － ２．８８６１∗∗∗

（ ０ ．２９４５）
－ ２．７４２６∗∗∗

（ ０ ．２００７）
－ ３．７６２２∗∗∗

（ ０ ．４９０４）
－ ３．２０７０∗∗∗

（ ０ ．３１５５）
－ ０．０３８２∗∗

（ ０ ．０１８９）
－ ０．０５１５∗∗∗

（ ０ ．０２２８）
流转租期 ０ ．０１８７

（ ０ ．０２６８）
—
—

０．００３２
（ ０ ．０４０４）

—
—

０．０１１３∗∗

（ ０ ．００５１）
—
—

保护主体非己认知

×流转租期

０ ．０７２７∗∗

（ ０ ．０３６０）
—
—

０．１１０１∗∗

（ ０ ．０５２８）
—
—

０．００２４∗∗

（ ０ ．００１１）
—
—

是否知晓补贴 —
—

０．２５５８∗∗

（ ０ ．１０８３）
—
—

０．１６２６
（ ０ ．１５６７）

—
—

０．０２４６∗∗

（ ０ ．０１０３）
保护主体非己认知

×是否知晓补贴

—
—

０．１０９３
（ ０ ．１５０２）

—
—

０．２１７６
（ ０ ．２２７１）

—
—

－０．０１４４∗∗∗

（ ０ ．００６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４６０ ８９１ ４６０ ８９１ ８９１ ８９１
ＬＲ χ２（ Ｐｒ） ２６８．０２∗∗∗ ４９９．８６∗∗∗ １５４．５１∗∗∗ ２５１．５５∗∗∗ — —
Ｒ２ — — — — ０．６２２１ ０ ．６５５４
Ｆ 值（ Ｐｒｏｐ＞Ｆ） — — — — １７．１９∗∗∗ １５．０２∗∗∗

　 　 注：流转租期限于农地流入户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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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 １ 中，从非权责认知视角概述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和行为发生程度的影响因素，包括情感与用途、技术和政策层

面，但限于指标与数据，本文主要选择农地流转租期、补贴两个角度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程度和选择偏好进行机制解

释，而其他影响因素视角的机制解释还需要重新设计实验方案，这有待后续研究。



相关结果显示，保护主体非己认知与流转租期交互项对农地流入户中长期行为数、深入

改进型行为数和农户耕地保护投资额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农地流转租期能够一定程度上抵

消保护主体非己认知对农户上述两种耕地保护行为偏好和投资额的负向影响，主要原因是较

长的流转租期能稳定农户耕地保护的投资回报预期以及调配生产与经济收益的组合方式，进
而提升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发生与投资程度。

是否知晓补贴对农地流入户耕地保护中长期行为数和农户耕地保护投资额有显著正向

影响，对农地流入户深入改进型行为数影响为正，特别是保护主体非己认知与是否知晓补贴

的交互项对农户耕地保护投资额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农户知晓补贴并未对冲或抵消保护主

体非己认知对耕地保护投资额的负向影响，主要原因：一是地力保护补贴多数直接发放到承

包户农业综合补贴账户，补贴与租金以及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实际成本收益之间的联动并未

完全一致，例如耕地保护补贴并未随着农地流转而转移给农地经营者或降低农地租金，以及

普惠式补贴不能完全覆盖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实际成本等；二是深入改进型行为多数是农田

基建类，这类投资金额大和周期长，多数有农业专项经费支持，耕地保护补贴的激励效果

有限。
综合来看，农户耕地保护主体非己认知显著抑制耕地保护投资，流转租期越长，越有助于

抵消保护主体非己认知对中长期行为、深入改进型行为和耕地保护投资的负向影响，说明流

转租期在农户耕地保护主体非己认知对行为偏好和投资影响路径中具有一定的调节效应。

六、结论与建议

农户选择耕地保护技术是落实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微观途径之一，农户对

耕地保护权责主体认知是其采取相应技术选择行为的前提和基础，而在解释农户耕地保护技

术选择行为的发生机制中常被忽略。 本文从权责认知视角讨论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发生机

制，拓展了实践中农户耕地保护高意愿低行为的机制解释。 调查数据发现，农地流转视角下

农户对耕地保护权责“各有所表” ，“谁种谁保护” 的实用主义和“是谁的、谁保护” 的物权意

识并存，农户耕地保护“角色—认知—行为”的多重偏离导致其技术选择偏好于短期和浅表型

技术。 承包地自营户对耕地保护权责主体认知对象多有从承包权向所有权追溯的迹象，且多

数承包户认为耕地保护责任应随承包地流转而转移。 约四成农地流入户认为承包地流出户

或村集体是耕地保护的责任主体，而 ６３ ．０４％的农地流入户愿意“自担”耕地保护行为。 实证

研究表明，农户耕地保护责任主体非己认知对行为发生数、中长期行为和深入改进型行为均

有负向影响。 农户权责主体偏移显著抑制耕地保护投资，且较长的流转租期能对冲这种认知

对投资及行为偏好的负向影响。
本文认为拓展农户耕地保护工作宜采用多步走思路：一是采取“政府宣传＋技术推广”体

系，引导农户充分了解耕地保护的具体内容和技术措施，特别是提高农户对相关的保护性耕

作技术的使用难易度、经济成本及收益等重要的技术与市场信息的认知，并且削弱农户对耕

地保护行为依赖政府或认为“与己无关” 的主观心理，适度纠正农户对耕地保护权责主体的

认知偏移。 二是逐步完善相关农产品的产业基础和市场信息服务平台，引导农地规范与高效

流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尝试构建农地流转租约长期化机制，通过农产品增值和制度保障等

手段协同增进农户对采用耕地保护技术的经济预期。 三是推进耕地保护补贴和农村土地承

包权经营权抵押贷款等政策创新，例如试点耕地补贴与承包地“脱钩” 和建构“谁保护，补贴

谁”的专项制度设计，完善“两权”抵押贷款的宣传与抵押机制，激励农户对耕地保护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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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和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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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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